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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千人计划”对入选者学术表现的影响
——以 985 高校前五批入选者为例 
孟华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 厦门 361005）
摘 要 以 985 高校前五批青年千人计划的 716 位入选者为例 , 文章评估该项政策对入选者
学术表现所产生的影响。文章首先采用均值比较法判断入选者在政策前后的学术表现差异 , 
进而识别出影响入选者学术表现的非政策影响因素 , 并且将这些非政策影响因素作为准实验
设计的配对标准 , 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 , 最后借助准实验设计方法确定政策对入选者学术能
力的影响。研究发现 , 入选者学术表现显著提高 ; 导致这一结果的非政策因素是学科领域、
职称以及单位地理位置 , 政策因素对入选者发文量也产生了显著正影响。基于此 , 文章提出
中央及各高校应继续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完善高级职称入选者的激励措施 , 
改善基础性学科研究条件 , 并适当缩小不同区域入选者的数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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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 , 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顶尖科技人
才决定了其在前沿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地位和整体
竞争实力 , 因此 , 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高端的人
才成为各国争相竞夺的重要资源。我国虽然是科技
人才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 , 但人才流失比较严重 , 因
此 , 在人才选拔上同样需要引进海外高端人才。为此 , 
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海外人才回国的优惠
政策。1994 年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鼓励
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 旨在培养造就一批能够进入世界
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1998 年的“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 致力于吸纳海内外精英 , 培养发展高水
平学科带头人 , 带动我国重点学科保持并超越国际水
平。2009 年 1 月 ,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推动实施
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 即“千人计划”, 意在
引进并重点支持一批海外“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
回国创新创业。2010 年 12 月 , 为了满足国家对不同
层次人才的需求 ,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又在“千人
计划”的基础上实施了“青年千人计划”项目 , 目的
是引进一批有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 , 为中国科技和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过程中 , 高校作为人才集聚的天然良港 , 成为海
外人才引进计划实施的重要阵地 , 约有 90% 的 985
高校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了“青年千人计划”。
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 , 促使学界
开始关注人才政策的评价研究 , 既包括政策本身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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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的评价（孟华 , 刘娣 , 苏娇妮 , 2017）, 也包括
政策运行与效果的评估。不过 , 学界的关注重心在于
政策执行过程与实施效果的评估。
政策执行过程评估是对政策绩效的运行监控 , 它
关注政策绩效指标的开发以及基于指标的截面数据
收集 , 通常通过所收集的数据与政策阶段性目标的比
较来判断政策运行是否符合政策预期。在海外人才
引进项目的评估中 , 学者通常基于不同的概念框架进
行绩效测量指标的开发 , 并收集政策实施后某一时点
的指标数据 , 进而判断政策执行结果。如杨河清、陈
怡安（2013）从投入－产出角度 , 郑巧一、朱佳妮和
张国栋（2015）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综合
方面构建“千人计划”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些指标
基础上 , 他们又借助于问卷调查、履历分析等方法收
集相关指标数据 , 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 结果发现
“千人计划”的收益总体上大于成本。针对“青年千
人计划”的政策绩效测量 , 学者所开发的测量指标更
多地集中于政策影响方面 , 如杨芳娟、刘云运（2016）
就从科学论文的计量分析角度 , 将年均 SCI 发文量、
国家、机构、作者以及基金资助机构作为测量指标 , 
通过对入选者论文进行计量分析 , 指出青年千人整体
具有较高的学术发展力。
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通常借助于历时性数据实
现政策前后的比较 , 进而判断政策是否产生了预期效
果。在对历时性数据进行政策前后比较时 , 可以采用
不同的评估手段 , 目前我国学者常用方差分析或Ｔ检
验的方法进行前后数据的均值比较 , 以帮助判断政策
效果。这种评估方法的前提假设是 : 政策前后的数据
变化均源于政策实施 , 非政策因素的影响可以忽略不
计。赵俊芳和叶甜甜（2014）就曾通过比较 985 高
校前五批“千人计划”入选者引进前后的论文产出量 , 
指出入选者被引进后整体拥有较强的学术生产力及
影响力。在评估“青年千人计划”的政策效果时 , 孙
伟、任之光和张彦通（2016）以前三批 30 位青年千
人计划入选者为研究样本 , 比较他们入选前后的学术
成果 , 发现 40% 的入选者在引进后 3 年内发表的论
文总数超过了引进前 3 年 , 16.7% 的入选者论文数与
引进前持平 , 43.3% 的入选者在引进后发表的论文数
少于引进前。
国外学者研究学术表现的影响因素时则更倾向于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但是 , 将回归分析方法用于政策
对学术表现的影响评估时 , 需要从政策中提取一些可
用于回归分析的自变量。由于在研究单一政策的影响
时 , 政策自变量的提取相对困难 , 因此 , 我国目前高层
次人才政策的效果评估还未能很好地利用这种方法。
张再生和牛晓东（2015）在评估武汉人才政策绩效时 , 
曾尝试提取了政策因素 , 进而对政策因素与产出进行
了相关性检验。只是他们的产出因素使用的是人才净
增量累计数 , 此类指标以政策设计的人才引进数量为
基础 , 现实中难以真实反映政策的实际效果。
“青年千人计划”从 2010 年实施以来 , 已经历时
九年的时间 , 因此 , 这一政策已经有充足的时间来展
示其政策影响或效果。但是 , 目前学者对人才政策的
评价研究所采用的政策影响评估方法仍然相当局限 , 
只是对人才计划入选者引进前后的相关数据进行简
单比较 , 既未能很好地识别出非政策因素的影响 , 也
未能通过控制非政策因素来判断政策产生的净效果。
鉴于此 , 本文以 985 高校前五批“青年千人计划”的
716 位入选者为研究样本 , 综合采用均值比较、有对
照组的事前事后准实验设计等方法 , 在判定入选前后
研究样本的学术表现差异后 , 识别出对入选者学术表
现产生显著影响的非政策因素。然后 , 以这些非政策
因素为准实验设计的配对标准 , 构造实验组与对照
组 , 以便实施事前事后准实验 , 评价政策对入选者学
术表现产生的净影响。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公共政策与个人绩效
一国政府经常期望通过公共政策实现社会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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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绩效。但是 , 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却并不明朗。学者们对研发税收减免政策推
动企业发展绩效方面的研究就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人们发现 , 虽然研发税收减免政策能够推动企业发
展（Bravselj & Aristovnik, 2018）, 但是 , 该政策对处
于不同生长阶段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产生的影响是不
同的。对于处于停滞阶段的企业来说 , 政策效果最
佳 , 而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来说 , 政策效果最差
（Chiang, Lee, & Anandarajan, 2012）; 同时 , 研发税收
政策在大公司中会促进创新活动 , 中小企业却较少使
用这些政策（Corchuelo & Martinez-Ros, 2010）。类似
的情况也发生于学界对财政资助政策效果的评估中。
2008-2009 年财政危机之后 , 西方国家普遍制定政策
向小型公司提供公共信贷项目以帮助它们度过危机 , 
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 , Grimsby（2018）
指出 , 虽然很多研究发现这些财政资助政策确实推动
了小微企业的发展 , 但是 , 不同的声音一直都存在着。
在个人绩效层面上 , 特定的公共政策或制度也
会被设计出来激励个人行为。在制度经济学家的视
野中 , 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形成特定的组织刺
激 , 激励组织中个人的经济努力行为 , 从而形成有效
率的经济组织 , 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绩效）。（诺斯 , 
托马斯 , 1999）公共部门的管理者也寄希望于通过出
台有效的激励政策提升个人绩效。为此 , 理论家进行
了多年的研究 , 围绕着组织制度设计与下属绩效的关
系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激励理论。但是 , 从目前的研
究进展来看 , 学界对于组织制度设计能否影响个人
工作绩效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以绩效付酬制度为例。
该制度广泛应用于卫生服务领域中 , 但是 , 对于绩效
付酬能否提高健康照看服务的质量 , 一方面 , 很多
研究者（Petersen, Woodard, Urech, Daw, & Sookanan, 
2006; Eijkenaar, Emmert, Scheppach, & Schöffski, 
2013）发现 , 这种激励政策在不同的健康服务背景条
件下产生了很少甚至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 另一方面 , 
也有学者（Konetzka, Skira, & Werner, 2017）通过对
不同指标赋权 , 发现赋予诊所结果更高权重会导致更
大的结果改善。不过 , 考虑到研究设计相对完善的论
文数量有限 , 即使诸多研究数据显示绩效付酬影响了
健康看护服务绩效 , 人们仍然无法借助于这些研究得
出绩效付酬能够正向影响个人绩效的结论（Eijkenaar, 
Emmert, Scheppach, & Schöffski, 2013）。政府部门绩
效付酬制度对个人绩效的影响同样未能给人们提供
令人振奋的图景。Ingraham（1993）对美国和其它
OECD 国家绩效付酬制度的效果检验就发现 , 绩效付
酬对工作人员绩效的提升作用未能达到人们的预期。
公共政策对科研人员创新活动和科研成果的影
响也是学界感兴趣的研究主题。研究者首先关注作
为一种环境条件的社会政策可能会对科研活动产生
的影响。Vakili 和 Zhang（2018）针对美国各州自由
主义或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对公民创新活动（专
利申请）的绩效进行研究后发现 , 自由主义政策能
够提升专利数量 , 而反自由主义政策则会降低专利
数量。当然 , 研究者更为关注直接推动科技发展的
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果 , 不过 , 目前并未获得一致结
论。一方面 , 有些研究成果支持政策与研发创新之
间的关联性。Plank 和 Doblinger（2018）的研究发现 , 
德国政府提供的公共资金的绝对货币价值以及过去
政府资助的密集程度能够显著推动企业专利量攀升。
Jia 和 Ma（2017）对中国政府提供的研发税收激励
政策的考察也证明 , 税收激励政策能够显著刺激私
人公司的研发活动。不过 , 他们同时指出 , 税收激励
政策无法刺激公共部门的研发活动。有意思的是 , 
对于公共政策在公私部门之间的影响差异 , 西方学
者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 他们发现 , 政府政策支持下
的研发活动的社会回报率明显高于私人部门（Hall, 
1995）。另一方面 , 也有学者对公共政策能够正向影
响科学工作者研发绩效提出了质疑。Goolsbee（1998）
发现 , 美国政府以工资或补贴形式为科研人员提供
的研发资金不但未能保证科技工作者投入更多的研
究时间 , 还可能会导致私人部门研发人员的“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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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流 失。Merito, Giannangeli 和 Bonaccorsi（2010）
对意大利的研究也发现 , 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对于
企业中研发人员的创新绩效只能起到暂时的影响 , 
而且受资助者与未受资助者之间的创新绩效差异并
不显著。德国的情况则更甚 , 研究者（Czarnitzke, 
Ebersberger, & Fier, 2007）发现 , 德国政府对个人研
究所提供的资助既未能对研发活动也未能对专利申
请产生明显影响。
从目前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效果评估的研
究结论来看 , 虽然孙伟等（2016）有关青年千人计划
的评估结论令人担忧 , 但是 , 多数文献认为 , 人才政
策能够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同时 , 从现实中来看 , 青
年科技工作者处于学术研究的活跃期与学术成果多
产期。在这一时期 , 良好的科研条件与科研发展平台
有助于促使研究者获得更好的学术发展。“青年千人
计划”能够很好地回应海外青年学者的这一需求 , 为
他们提供重要的科研与生活保障。同时 , 入选者在享
受这些资金与发展平台等支持时 , 通常需要完成约定
的学术任务目标 , 主要表现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发
表。基础科研条件与学术成果要求相结合 , 应该会有
助于促发青年学者的科研活力。基于这样的考虑 , 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 
H1: “青年千人计划”对入选者的学术表现能够
产生显著正影响。
2.2 非政策因素与学术表现
除了政策因素之外 , 个人的学术表现还受到多种
非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对于高校学生学术表现
的影响因素研究 , 关注学术能力因素、社会心理因素、
认知因素以及人口统计学因素。学术能力因素涉及
学生先前的学术成就（McKenzie, Gow, & Schweitzer, 
2007）以及学习方法与策略（Duff, Boyle, Dunleavy, 
& Ferguson, 2004）, 社会心理因素强调学生的学习动
机（Nonis, Hudson, Philhours, & Teng, 2005）, 认知因
素则突显自我效能型与归因型认知的影响。根据现
有研究文献 , 各类影响因素对学术表现所产生的影响
方向是不同的 , 有些因素发挥了正向推动作用 , 有些
因素则发挥了负向阻碍作用 , 有时同一类影响因素在
不同研究中结论也不一致。
学术界对于影响科研工作者学术表现的非政策
因素的研究总体上是从研究者个人以及工作环境因
素两个方面展开的。在研究者的个人因素方面 , 一些
学者意在揭示年龄与学术产出之间的关系。早期研
究者发现年龄与学术产出之间存在曲线关系（Cole, 
1979; Gonzalez-Brambila & Veloso, 2007）, 研 究 者
在 40-44 岁（Bernier, Gill, & Hunt, 1975）或者 53 岁
（Gonzalez-Brambila & Veloso, 2007）接近于学术最
高峰。后来 , 人们又使用历时数据进行跨学科比较 , 
发现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学术高峰期并非是整齐
划一的（Levin & Stephan, 1991）。在教育背景方面 , 
Fox 和 Milbourne（1999）发现 , 个人获得的博士学
位的性质以及在哪里获得博士学位决定了经济学家
的学术产出。Buchmuller, Dominitz 和 Hansen（1999）
发现 , 拥有名校教育背景的研究者学术产出更高。不
过 , Gonzalez-Brambila 和 Veloso（2007）的研究结果
与之相左。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 , 毕业于美国、欧洲
高校的研究人员学术产出不如毕业于墨西哥或其它
国家的研究人员。就性别因素来看 , 研究者（Long, 
1992）发现女性的学术产出要低于男性。Allison 和
Stewart（1974）则强调个人学术发展中的累积优势
对于学术产出的影响 , 即多产的研究者因为学界的认
可与更强的资源控制力确保了后续的高产。
工作环境中存在许多可能会影响研究者科研产
出的因素。在研究机构的结构与科研产出的关系方面 , 
Dundar 和 Lewis（1998）发现 , 研究团队成员的数量
规模对于科研产出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特点 , 
不过 , Carayol 和 Matt（2006）则认为 , 实验室规模
对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在院系文化与工作条件方面 , 
研究者发现 , 与公立学校院系相比 , 私立学校院系具
有更高的科研产出。同时 , 更多的全职教授、更高
比例的教师从事科研以及更多“明星”教师都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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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个人的科研产出（Dunder & Lewis, 1998）, 甚
至学术机遇也是影响科研产出的重要因素（Azoulay, 
Ding, & Stuart, 2007）。另外 , 从科研和其它工作之间
的关系来看 , 学者们发现 , 教学工作量的增加会减少
科研产出 , 而科研经费的增加则会提高科研产出（Fox 
& Milbourne, 1999; Carayol & Matt, 2006）。
H2: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个人条件与工作环
境能够显著影响科研产出。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与样本选择
学术表现是测量科研工作者学术能力的指标 , 是
学者的学术能力的绩效表现。学术表现涉及量与质
两个方面。学术表现数量通常用论文、专利的数量
进行测度 , 转载率、引用率、专利转化率等则常用以
测量学术表现的质量。考虑到论文转载率与引用率
等学术产品质量无法进行年度测量 , 只能获得查询时
点的最终结果 , 从而无法实现政策前后的比较 , 因此 , 
不适于纳入研究中来。最终 , 本文通过期刊论文发表
数量和发明专利获批数量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
非政策因素中的个人条件与工作环境因素通常
包括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及研究机构规模、科研经
费数量、教学工作量要求等。但是 , 笔者能够收集
到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龄、
毕业时间、毕业学校、推荐单位、学科背景、海外
就职时的职称等相关信息。显然 , 这些信息主要涉及
到的是人口统计学变量 , 工作环境方面的因素主要是
推荐单位信息。考虑到推荐单位所处的地理位置不
同 , 附带的科研配套条件、组织管理理念等也会有较
明显的差异 , 因此 , 数据分析时可以对推荐单位的地
理位置进行区分 , 用单位地理位置来替代工作环境条
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方式 , 可以将单位地
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与东北四个区域。
在研究样本的选择方面 , 本文将 985 高校前五批
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全部纳入研究中。这五批青
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名单分别由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工作专项办公室于 2011 年（第一批）, 2012 年（第
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和 2013 年（第五批）公布。
在这五个批次的名单中 , 985 高校入选者分别有 98
人、147 人、110 人、112 人和 249 人 , 共计 716 人。
3.2 数据收集
本文以“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名单为基础 , 搜
寻入选者个人背景信息 , 包括性别、年龄、推荐单位、
毕业时间、毕业学校、学科背景以及职称身份等相
关信息。其中 , 推荐单位根据各高校的地理位置进行
编码 , 1 至 4 分别表示东部、中部、东北以及西部 ; 
学科背景中 , 1 至 6 分别表示数理科学、化学、环境
与地球科学、信息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以及生命
科学。职称信息是引进前人才在海外工作单位的相
关任职或职称信息 , 笔者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大致的归
类 , 1 至 5 分别表示博士后级、讲师（instructor）级、
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级、副教授级以及教
授级。毕业学校区分为英美、中国以及其它国家三类 , 
并分别编码为 1 至 3。
入选者论文发文量的数据查找统一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为数据源 , 主要根据入选者的姓名、
单位和时间段进行检索 , 收集入选者发表的论文数
量。因数据库中作者没有唯一的 ID, 同名、缩写名
以及拼写方式的改变都可能对搜索结果造成影响 , 因
此姓名的检索方式为全拼姓名与缩写名。论文语言
限定为英文 , 文章类型限定为“Article”。在时间段
限定上 , 根据这项政策的实施时间情况 , 统计各批次
入选者前后共十年的发文量。具体在数据收集中 , 各
批次的发文年份选项设置为 : 第一批引进前为 2006-
2010 年 , 引进后为 2011-2015 年 ; 第二批、第三批、
第四批引进前为 2007-2011 年 , 引进后为 2012-2016
年 ; 第五批引进前为 2008-2012 年 , 引进后为 2013-
2016 年。机构扩展中将推荐单位与入选者引进前的
任职单位同时作为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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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据借助于一个民间专利搜索引擎 SooPat
查询。该引擎包含 108 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设计与发明授权等不同的专利数据 , 能够
很好地匹配研究需求。在专利查询中 , 我们限定青年
人才的姓名、单位名称 , 将专利类型限定为发明专利 , 
并且根据专利批准情况 , 不考虑“无权”、“驳回”等
情况 , 仅选择“有权”的发明专利。
3.3 数据处理
为了对“青年千人计划”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 , 
本文首先通过对入选者引进前五年和引进后五年的
论文和专利均值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 以判断人才
引进前后学术生产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而 , 分别
采用方差分析、独立样本Ｔ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法 , 判
断各项非政策因素是否导致了入选者政策前后学术
表现差异。最后 , 通过控制非政策因素（人口统计学
及工作环境变量）的干扰作用 , 采用有对照组的事前
事后准实验设计 , 实现对政策净效果的评估。 
在准实验设计中 , 在观察时间内 , 实验组是被置
于政策作用之下的 , 而对照组则未受到政策影响。在
研究中 , 由于第一批与第五批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 笔
者将从第一批中抽取实验组人员 , 从第五批中抽取对
照组人员。由于两批次入选的时间差为 2 年 , 因此 , 
根据第一批的引进时间 , 把实验前的考察时间点设置
为 2009 和 2010 年 , 实验后的考察时间点设定为 2011
和 2012 年。进而 , 本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两两
配对 , 配对过程以非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为基础 , 
即将第二步分析过程中有关人口统计学以及工作环境
因素中对学术表现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配对标准 , 以
便保证实验组与对照组在这些方面大致相当 , 从而排
除这些因素对个人学术成果可能产生的干扰作用。
在样本确定之后 , 笔者首先分别计算第一批（实
验组）和第五批（对照组）2011-12 年和 2009-10 年
的学术表现差值 , 从而得出有政策影响（实验组）和
无政策影响（对照组）两种条件下的个人学术表现
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 , 用实验组差值扣除对照组差
值 , 即得出“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对入选者学术表现
的净影响。显然 , 如果“青年千人计划”的净效果值
为正数 , 则表明政策产生了推动作用 ; 如果净效果值
为零或负数 , 则说明政策没有影响或产生了负面影
响。为确保两组数据的差值不是由误差导致的 , 在“青
年千人计划”政策净效果的计算过程中 , 还需要对两
组学者学术表现的差值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 以验
证“青年千人计划”的净效果是否具有显著性。
4 研究结果
4.1 入选者引进前后学术表现的变化情况
表 1 是入选者引进前后学术表现数据。从表 1 可
以看出 , 无论是总体上来看 , 还是根据各分类因素来
看 , 入选者引进前后个人年均发文量大约都是 2、3 篇 , 
专利的情况较为复杂 , 最多的接近 2 项 , 最低的接近
于 0。就入选者引前后的学术表现变化情况来看 , 在
论文量方面 , 性别和教育背景下的发文量前后变动不
大 ; 第一批的发文量前后变化最大 ; 数理科学专业的
发文量前后变化最小 ; 教授级人员发文量的前后差异
最小 ; 西部人才发文量变化最大 ; 毕业于中国境内学
校的人才发文量变动最大。在专利方面 , 除教育背景、
毕业学校位置下无太大差别外 , 第五批前后变化最不
明显 ; 数理科学学科的前后变化甚至是负向的 ; 教授
与副教授的前后专利变化较大 ; 男性的专利均值在入
选前后变化高于女性 ; 西部学者专利量增长最多。
入选者引进前后的年均发文量之间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呢？从表 1 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来看 , 入
选者学术表现的前后差异总体上是显著的 , 入选后五
年的学术表现要显著优于前五年。不过 , 在各细分项
目之下 , 教育背景、批次和毕业学校位置这三个变量
下的入选者学术表现都存在显著差异 , 但是 , 教授级
别和东北地区的入选者学术表现的前后差异不显著 , 
数理科学学科、生命科学学科以及女性入选者专利
方面的前后差异也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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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非政策因素对入选者学术表现的影响
虽然入选者的学术表现在入选前后存在显著上
升趋势 , 但是 , 我们无法简单地认为 , 这种差异是由
政策造成的 , 一些非政策因素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差
异产生。为了检验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 , 笔者将入选
者学术表现前后五年的差值根据性别实施独立样本
Ｔ检验 , 对入选者的年龄和毕业时间与学术表现前后
差值进行回归分析 , 结果显示 , 这三个变量均无法解
释入选者的学术表现变化。
笔者在其他四个非政策因素下对入选者学术表
现的前后差值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 学科背景、职称
以及单位地理位置对入选者学术表现的前后差值产
生了显著影响 , 而毕业学校的地理位置未产生显著影
响。事后检验结果表明 , 在学科背景条件下 , 不同学
表 1 入选者学术表现变动情况及配对样本Ｔ检验结果
论文 专利
政策后五
年均值
政策前五
年均值
政策后－
政策前
T 值
政策后五
年均值
政策前五
年均值
政策后－
政策前
T 值
总体（N ＝ 716） 3.0950 2.3192 0.77583 11.777*** 0.5460 0.174 0.37185 6.707***
批次 第一批（N=98） 3.7857 1.5153 2.27041 6.862*** 0.4515 0.005 0.44643 6.264***
第二批（N=147） 3.0150 2.3469 0.66803 4.087*** 0.2850 0.052 0.23333 2.943**
第三批（N=110） 3.1836 2.2345 0.94909 6.031*** 0.6545 0.180 0.47455 2.806**
第四批（N=112） 3.4214 2.3268 1.09464 6.129*** 1.0875 0.205 0.88214 4.723***
第五批（N=249） 2.9711 2.2586 0.71245 7.865*** 0.3880 0.220 0.16787 3.228***
学科 数理科学（N=119） 2.5664 2.2471 0.31933 2.616** 0.1328 0.145 -0.01176 -0.310
化学（N=68） 3.5412 2.5529 0.98824 4.657*** 0.6941 0.100 0.59412 3.633***
环境与地球科学（N=50） 3.1080 2.1400 0.96800 5.166*** 0.3000 0.152 0.14800 2.337*
信息 （N=82） 3.2171 2.2439 0.97317 4.797*** 0.9561 0.322 0.63415 2.673**
工程与材料科学（N=157） 3.4344 2.4854 0.94904 6.724*** 0.9350 0.185 0.75032 5.263***
生命科学（N=128） 2.8500 2.1766 0.67344 5.131*** 0.2078 0.142 0.06563 1.464
职称 博士后（N=332） 3.1123 2.1483 0.96401 8.737*** 0.4509 0.124 0.32651 6.174***
讲师（N=87） 3.1879 2.2443 0.94368 4.113*** 0.4420 0.101 0.34080 2.744**
助理教授（N=206） 3.5243 2.2430 1.28131 9.102*** 0.5381 0.168 0.37015 4.687***
副教授（N=73） 2.7445 2.0137 0.73082 3.021** 0.8240 0.238 0.58562 2.188*
教授（N=18） 2.8000 2.4861 0.31389 0.539 0.9667 0.200 0.76667 1.333
性别 女（N=64） 3.3023 2.4734 0.82891 3.594*** 0.3414 0.202 0.13984 1.378
男（N=652） 3.1841 2.1534 1.03075 12.706*** 0.5440 0.142 0.40169 7.801***
单位
地理
位置
东部（N=485） 3.0691 2.1760 0.89309 9.779*** 0.4899 0.160 0.32948 5.913***
中部（N=171） 3.3211 2.1687 1.15233 7.563*** 0.5368 0.122 0.41462 4.557***
东北（N=19） 3.3947 2.5500 0.84474 1.826 0.5605 0.200 0.36053 1.381
西部（N=41） 4.0610 2.1378 1.9232 4.834*** 0.8902 0.078 0.8122 2.746**
毕业
学校
位置
英美（N=380） 3.0789 2.1122 0.9667 9.190*** 0.5233 0.156 0.3675 5.029***
中国（N=212） 3.3861 2.2611 1.1250 7.807*** 0.4790 0.142 0.3375 4.743***
其它（N=124） 3.2222 2.2605 0.9617 5.398*** 0.6141 0.133 0.4810 4.511***
注 : 1） * < 0.05, ** < 0.01, *** < 0.001; 2） 因第四批入选者名单中未批露学科信息 , 因此 , 学科条件下的样本总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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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入选者的论文数据与专利数据均存在方差不齐情
况 , 但是 , 两个 F 渐进分布值都达到显著水平。在论
文方面 , 数理科学学科入选者明显低于工程与材料科
学学科的入选者 ; 在专利方面 , 工程与材料科学学科
入选者明显高于数理科学、环境与地球科学以及生
命科学学科入选者 , 化学学科的入选者显著优于数理
科学与生命科学入选者。在职称背景条件下 , 助理教
授级别的入选者论文数据优于副教授级别的入选者。
推荐单位的地理位置条件下 , 西部学校的入选者学术
表现显著高于东部与中部学校。
因此 , 总体上看 , 入选者的论文数量受到学科背
景、职称以及单位地理位置三个因素的影响 , 而专利
数量仅受到学科背景的影响。
4.3 “青年千人计划”对入选者学术表现的政策净影响
由于推荐单位的地理位置、学科背景以及职称
会影响到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学术表现 , 因此 , 在
使用有对照组的事前事后准实验设计时 , 实验组（第
一批入选者）与对照组（第五批入选者）的配对以
这三个变量为标准 , 以便控制这些因素的干扰作用。
最终 , 得到了 41 对研究样本（见表 3）。
笔者将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进行实验前后的数
据对比 , 得到两个组别的论文与专利前后差值 , 并在
此基础上计算出了政策净效果 , 汇入表 3。从表 3 中
学术表现的政策净效果来看 , 虽然有些组别的政策净
效果为负值 , 但是 , 更多的情况下 , 政策净效果为正。
同时 , 从政策净效果均值来看 , 论文数在实验组与对
照组之间的平均差值接近 2 篇 , 发明专利数的组间差
异约为 1 项。这说明 , 在排除了三个非政策因素的干
扰作用后 , “青年千人计划”对第一批入选者的学术
表现产生了正向推动作用。
为了验证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
统计显著性 , 笔者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发文量与专利量
的前后差值进行了配对样本Ｔ检验。结果显示 , 在显
著性水平 α 为 0.05 的水平下 , 论文指标下实验组与
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 ,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说明“青
年千人计划”政策对入选者的论文产出产生了显著
正影响。但是 , 专利数据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 说明
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在专利数量上的差异可能是由
抽样误差导致的。
5 讨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引进
前后的学术表现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 ; 入选者学术表
现的显著变化受到自身的专业领域、职称以及推荐
单位的地理位置的显著影响 ; “青年千人计划”对入
选者的学术表现产生了正向影响 , 但是 , 政策仅对入
选者论文数量产生了显著影响 , 对专利的影响并不显
表 2 入选者学科背景、职称与单位位置对学术表现的影响
影响因素 类别 组间方差 组内方差 F
F 渐进分布
（Welch）
F 渐进分布
（Brown-Forsythe）
差异显著的组
学科背景
论文 38.959 1541.688 3.644** 3.063** 1 < 5*
专利 63.510 1056.132 8.793*** 7.482***
1 < 2**, 1 < 5***, 2 > 6*, 3 < 5**, 5 
> 6***
职称
论文 30.655 2979.604 1.829* 3 > 4*
专利 6.879 1163.886 0.383 0.525
单位地理位置
论文 44.796 2965.463 3.585* 1 < 4*, 2 < 4*
专利 9.106 1161.659 0.972 1.463
注 : 1） * < 0.05, ** < 0.01, *** < 0.001; 2） 学科背景中 , 1 至 6 分别表示数理科学、化学、环境与地球科学、信息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以及生命
科学。职称中 1 至 5 分别表示博士后、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以及教授。单位地理位置 1 至 4 分别表示东部、中部、东北以及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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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年千人计划”对首批入选者学术生产力的净影响
配对样本 分组变量 论文 专利
实验组 对照组 单位位置 学科背景 职称
实验组前
后差值
对照组前
后差值
政策净
效果
实验组前
后差值
对照组前
后差值
政策净
效果
A2 E15 1 1 1 -1 5 -6 0 2 -2
A7 E145 1 1 3 12 0 12 0 0 0
A24 E6 1 2 1 3 2 1 0 0 0
A27 E98 1 2 3 1 1 0 0 1 -1
A29 E7 1 2 4 -4 1 -5 0 2 -2
A31 E100 1 3 3 5 1 4 0 0 0
A36 E101 1 3 3 3 2 1 0 0 0
A40 E136 1 4 1 6 2 4 2 0 2
A46 E161 1 4 3 1 8 -7 0 -1 -1
A45 E184 1 4 4 9 0 9 35 0 35
A54 E24 1 4 4 3 -2 5 2 0 2
A61 E68 1 5 1 -5 4 -9 0 0 0
A77 E146 1 5 1 11 6 5 1 1 0
A70 E150 1 5 1 0 4 -4 0 2 -2
A71 E90 1 5 3 3 0 3 6 1 1
A82 E174 1 5 3 0 2 -2 0 0 0
A59 E142 1 5 4 6 0 6 1 0 1
A85 E118 1 6 1 0 0 0 1 0 1
A86 E117 1 6 1 3 -4 7 0 0 0
A87 E123 1 6 2 1 -6 7 0 0 0
A95 E182 1 6 3 1 0 1 0 0 0
A99 E116 1 6 3 -2 0 -2 0 1 -1
A11 E82 2 1 1 0 0 0 0 0 0
A14 E231 2 1 3 -3 0 -3 0 0 0
A17 E229 2 1 4 0 -17 17 0 0 0
A25 E76 2 2 3 1 1 0 0 0 0
A33 E186 2 3 3 9 -1 10 0 0 0
A32 E187 2 3 2 3 -8 11 2 0 2
A53 E42 2 4 3 2 -3 5 0 0 0
A43 E236 2 4 4 0 -1 1 4 0 4
A67 E39 2 5 3 0 0 0 0 0 0
A67 E41 2 5 3 0 0 0 0 0 0
A76 E222 2 5 4 1 -1 2 0 0 0
A96 E227 2 6 2 1 0 1 0 0 0
A91 E78 2 6 3 0 0 0 0 0 0
A28 E40 3 2 1 9 -2 11 6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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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年千人计划”对首批入选者学术生产力的净影响（续）
配对样本 分组变量 论文 专利
实验组 对照组 单位位置 学科背景 职称
实验组前
后差值
对照组前
后差值
政策净
效果
实验组前
后差值
对照组前
后差值
政策净
效果
A78 E191 4 5 1 1 0 1 0 0 0
A66 E163 4 5 3 0 2 -2 1 0 1
A97 E164 4 6 2 -2 1 -3 0 0 0
实验组前后差异均值（标准差） 1.85（3.851） 1.34（5.752）
对照组前后差异均值（标准差） -0.07（3.920） 0.24（0.624）
政策净效果均值（标准差） 1.927（5.524） 1.098（5.804）
t（Sig.） 2.233（0.031） 1.211（0.233）
注 :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各样本的编码为原始数据的样本编码。Ａ代表第一批入选者 , Ｅ代表第五批入选者。
2） 在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分组变量中 , 学科背景中 , 1 至 6 分别表示数理科学、化学、环境与地球科学、信息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以及生命
科学 ; 职称中 1 至 5 分别代表博士后、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以及教授 ; 单位地理位置 1 至 4 分别表示东部、中部、东北以及西部。
著。因此 , 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均得到部分验证。
为什么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学术表现会受到
职称的显著影响呢？职称对学术表现的影响与不同
职称人才在职业发展中所感受到的学术压力不同直
接相关。在职称体系中 , 从中级职称向高级职称的晋
升通常被视为高校教学科研人员职业生涯中一个质
的提升。这是因为 , 这批人员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 , 
他们经过了博士后或讲师的职业生涯初期的科研累
积 , 有良好的研究基础 , 同时 , 与高级职称人员相比
科研活力更强且更有可塑性 , 是科研发展的黄金时
期。因此 , 在美国这样的科研大国 , 助理教授晋升管
理中采用“非升即走”的原则 , 我国一些重点高校也
在实践中引入了助理教授“非升即走”的原则。相
应的 , 助理教授感觉到的压力是最大的 , 从而导致助
理教授论文数量在政策前后的变量是最大的（如表
1）。但是 , 一旦到了副教授之后 , 人们通常会经历长
期努力后压力纾解的放松期 , 从而 , 导致副教授级别
的论文量与助理教授形成了显著差异（表 3）。
学科对入选者学术表现的影响体现在工程与材
料学科的突出优势与数理科学学科的明显劣势上。
工程与材料学科在论文方面显著优于数理科学学科 , 
在专利方面则将数理科学、环境与地球科学以及生
命科学学科都轻松碾压。显然 , 工程与材料科学学科
的优势与我国当前对这一学科的极大关注是相关的。
从前五批（除第四批外）引进人才的专业背景来看 , 
工程与材料科学的人数是最多的 , 达到 157 人 , 占比
26.2%。目前 , 工程与材料科学学科已经划分为两个
类别 , 最新的第 14 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中 , 仅工
程类就引进了 120 人 , 占总人数的 20%, 明显体现出
中央对应用性学科的极大关注。由于国家层面上对
不同学科的重视程度存在客观差异 , 各高校在奖金配
套、科研条件配给、科研平台搭建等方面对不同学
科提供的支持力度也会明显不同。在这种背景条件
下 , 对应用性研究高度重视的同时 , 基础性研究受到
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 , 特别是数理方面 , 从而导致工
程材料科学与数理科学领域入选者在科研论文方面
的显著差异。同时 , 由于学科特性的差异 , 专利在基
础研究性学科中基本上不受重视或不适用 , 而应用研
究型学科的专利申请则非常重要 , 因此 , 工程材料学
科在专利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
至于西部高校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论文数量
明显多于中部与东部 , 估计跟入选者数量差异导致的
管理者注意力分散程度有关。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东、
中和西部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人数差异巨大 , 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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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部的 12 倍 , 中部为西部的 4 倍。三个区域入选
者的论文量与人数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关系 : 随着青年
千人计划入选者人数在东、中和西部区域间逐步增
多 , 入选前的论文数据在区域间略微降低 , 但入选后
的论文数则在区域间逐步上升 , 导致最后的论文差值
表现为从东到西逐步增加的趋势。不同区域入选者
人数的多少与学术表现之间的这种关系应该与人群
规模和管理层注意力之间的联系密切相关。作为被
管理群体 , 人数规模越大 , 管理者的关注力越分散 , 
管理者可以调配的资源越有可能被稀释 , 从而对于个
人的管理效果越低。东部各类人才集聚 , 人才间对管
理层注意力存在着更为显著的内部竞争 ; 而西部人才
吸引力有限 , 获取人才不易 , 管理层的注意力相对集
中 , 更有可能实现对人才的良好管理 , 中部则居于其
中。换言之 , 人才在不同区域的学术表现差异 , 可能
是其在不同区域受重视程度不同导致的。
准实验设计中 , 政策的影响仅表现在论文方面 , 
未能在专利方面表现出来。这一结果应该与我国各高
校对教师的评价更为关注论文有关。目前 , 我国各高
校在教师评价中仍然将论文作为考察教师能力的万能
指标 , 而专利主要是在一些工科院系中才会受到管理
层的关注。这就导致入选者会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论
文方面。同时 , 政策对入选者专利量的影响不显著也
可能与准实验设计中的样本匹配条件控制偏差有关。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匹配是基于因变量的非政策影
响因素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控制过程 , 理想的情况是将
所有非政策影响因素均作为分组条件 , 从而实现对非
政策因素干扰作用的最大化控制。然而 , 由于理论分
析或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 , 很难将全部干扰因素纳入
到分组标准中来。“青年千人计划”实际实施过程中 , 
各高校之间甚至同一高校在不同时间段内政策实施的
强度与关注点都有可能存在诸多的差异性 , 因此 , 在
政策之外 , 客观存在着多种可干扰政策效果的外在因
素。比如 , 学者在入职后实验室建设所花费的时间在
各大高校间就存在很大差异 , 这直接影响到其学术成
果的研究周期与数量。但是 , 由于青年千人计划入选
者名单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 , 即使结合各大高校网站
也无法获取个人科研活动的环境条件如科研团队构
建、科研经费支持等相关信息 , 因此 , 本文所采用的
分组条件肯定是不够全面的 , 也就无法保证准实验设
计中所得出的结果能够完全排除干扰因素的影响。
虽然如此 , 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还是非常值得关
注的。基于这一研究结论 , 中央与各高校今后仍应重
视“青年千人计划”的实施工作 , 做好政策支持 , 改
善目前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王仰东等 , 
2012）、倾向于面子工程（孟安明 , 2010）等问题 , 
切实吸引海外优秀青年人才通过该项目走进高校 , 并
创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当然 , 基于不同学科“青年
千人计划”入选者的不同学术表现 , 各高校还应在重
视应用性学科发展的同时 , 为基础性学科（特别是数
理科学学科）及相对薄弱学科的青年人才创造更好
的发展平台与环境 , 确保各学科人才的均衡发展。针
对职称对于入选者学术表现的影响 , 今后“青年千人
计划”实施过程中 , 各高校应该更为关注高级职称人
才入选后的激励管理问题。目前从表 1 的数据可以
看出 , 与其它三个层次的人才相比 , 高级职称的人才
在专利方面的学术发展成效更高 , 而在论文方面的成
效更低 , 需要针对这一人群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激励
政策设计。区域间人才学术表现的不平衡性则意味
着 , 今后“青年千人计划”人才引进中 , 要改变过多
地偏向于东部的现象 , 适当扩大西部和中部的引进支
持力度。最后 , 由于高校教师评价体系这一指挥棒导
致专利研发与申请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 今后各高校
需要在特定专业领域中将发明专利量作为评价指标 , 
以提升入选者专利研发与申请的积极性。
当然 , 本研究是有局限性的。本文对“青年千人
计划”的政策效果评估并非是面对所有类型的实施
单位 , 且只选择了前五批入选者 , 政策效果只探讨了
学术表现 , 并未将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等情况纳入考
查范围。同时 , 准实验研究设计的对象限于第一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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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者 , 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择选条件也不够全面。因
此 , 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 , 应该扩大研究样本的覆盖
范围 , 扩充政策效果的评价领域 , 同时 , 准实验研究
中的配对条件也应该适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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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Recruitment Program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 Enrolled Talents — The Case of the First Five 
Batches of the Enrolled Talents in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Meng Hua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aking the example of 716 samples from the first five batches talents of "Recruitment Program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the impact of this policy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The paper makes judgement on the difference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 enrolled talents by the mean 
comparison. Then, it identifies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organiz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based on these determinants. Finally, ex-ante and ex-post quasi-experiment design with comparison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olicy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 enrolled talents. It finds that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 talents significantly 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the enrollment. Such striking change relates to three 
non-policy factors: research subjects, job title and location of their affiliations.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happened in terms of articles but not the patents. Based on this find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strong measures to clear the way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asures for 
associate professors and professors, improve the research condition of basic subjects, and to reduce the discrepancy 
of enrolled talents numbers between east, middle and western areas.
Key Words: Recruitment Program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Policy Impact Evaluation; Mean Comparison; Quasi-
experim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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